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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的经验分析

曾湘泉 郭 晴

[提 要]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

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
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

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
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
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

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

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 “稳就

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关键词] 数字金融;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创业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重

要任务与方向,人才振兴是其关键推力与重要支

撑。返乡农民工作为熟悉农村的人才资源,具有丰

富外出务工经历和较高人力资本水平 (周广肃等,

2017),是推动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实 现 的 重 要 主 体。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让返乡农民工能打

工、有收入,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农民就

近就业、创业。①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农业

转移人口总量达到2.9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

例超 过20%,其 中 外 出 农 业 转 移 人 口1.74亿

人。②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农民工由于进城

务工困难,集中返回农村,重点群体农民工的就业

问题亟须解决。鼓励回流农村的劳动力自主创业,
增加乡村非农就业岗位,推动当地富余劳动力就

业,不仅是我国当前形势下 “稳就业”与 “保就

业”的关键,更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
这对于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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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意义。
近年来,创新技术推动数字金融蓬勃发展,包

括支付宝、微信支付在内的数字金融对我国劳动力

市场产生深刻影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

据显示,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省份均值由2011
年的40.004,上升至2018年的300.208 (郭峰等,

2020),上升幅度十分可观,可见我国各地区数字

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普遍强化和深化。数字金融对女性融资及创业产生

显著正向影响 (Guoetal.,2021),农民工融资渠

道有限、金融支持缺乏,在创业起步阶段面临阻

力。据抽样调查,农民工创业资金近七成来自家庭

和亲友,来自贷款的部分仅占10%左右。① 返乡农

民工具有外出务工经历和较高人力资本水平 (周广

肃等,2017),占创业农民工的70%左右,活跃于

农产品加工企业、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民合作社

等,是创业的主力军。② 拓宽农民工融资渠道、缓

解其融资困难问题,对于释放农民工创业活力具有

重要价值。
数字金融的发展与普及,能否释放返乡农民工

的创业活力?③ 能否为稳定我国就业、促进我国人

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发挥重要作用? 为

解答上述问题,本文结合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

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数据,系统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促进返乡农民工非

农就业的实现方式。为理清数字金融破解农民工就

业等劳动力市场问题,助力我国 “稳就业”以及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区别于已有的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

一,目前尚未有文献关注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

就业的影响。本文首次聚焦返乡农民工群体,使用

全国层面调查数据对该问题做出经验分析,对于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新冠疫情冲击背景下,我国返

乡农民工实现 “稳就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

意义;第二,本文基于数字金融发展,对返乡农民

工群体就业创业行为进行理论模型推导与实证检

验,厘清数字金融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实现方

式;第三,通过数据验证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就

业促进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

进返乡农民工实现机会型创业与受雇就业,提高返

乡农民工收入,但对进城农民工创业与收入影响不

显著。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展开相关

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展开理论模型构建与理论分析;
第四部分阐述数据来源、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

计并构建计量模型;第五部分展示实证结果并进行

分析;第六部分进一步做出异质性分析;第七部分

得出研究结论并总结全文,阐述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数字

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二是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大量国内外文献从技术进步角度讨论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技术进步提升

了资本积累效率,在任务分配时扩大资本的任务集

合,增加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概率,带来劳动力失业

以及 工 资 下 降 的 风 险 (Acemoglu & Restrepo,

2020;Acemoglu&Restrepo,2021)。也有研究发

现,技术的采纳会减少生产工人就业,增加技术工

人就业 (Humlum,2020)。另一方面,有学者认

为,要素配置效率才是决定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或资

本相对替代的关键因素 (王林辉和袁礼,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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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网:《农 民 工 返 乡 创 业 面 临 三 大 难 题》,http://money.163.com/16/0825/06/BV9UE3CU002580S6.html,

2016年8月25日。
农民日报:《返乡农民工成为创业主力》,http://www.agri.cn/V20/ZX/nyyw/201607/t20160720_5212130.htm,

2016年7月20日。
返乡农民工的创业 (就业)过程可细分为 “返乡”和 “创业 (就业)”两个部分。为更加清晰地展示外部冲击

(如新冠疫情)影响下,未能进城务工的返乡农民工群体的创业 (就业)行为,本文聚焦分析已经回到家乡的返乡农民工

群体的创业 (就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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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挤占中低技能劳动者相对收入权,但

改善了中低技能劳动者相对福利效应 (柏培文和张

云,2021)。国内学者更多关注数字金融对劳动力

市场及企业发展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

够促进创业与企业创新 (谢绚丽等,2018)。对于

居民而言,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非正规就业 (何
宗樾和宋旭光,2020),并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张勋等,2019)以及性别工资差距缩小 (Guoet
al.,2021)。

伴随我国产业结构和城乡发展方式的调整,出

现农民工回流现象,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被学

界关注。国内外学者从金融与经济因素、政策因

素、个体和家庭特征等角度,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的影响因素展开广泛的研究。具体来看,从金融和

经济角度的研究发现,便捷与顺畅的金融借贷服务

能够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 (刘唐宇,2010),同时

也有研究发现,创业政策等政府支持对返乡农民工

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 (程广帅和谭宇,2013)。就个

体与家庭特征来看,高受教育程度和高社会资本的

返乡农民工就业概率更大 (汪三贵等,2010),互联

网的接入能够显著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 (袁方和史

清华,2019)。年龄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有学者认为二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 (汪三

贵等,2010)。丰富的家庭社会资本对于返乡农民工

自主创业产生促进作用 (程广帅和谭宇,2013)。
综上可知,一方面,对数字金融影响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促进创业、提高居民收入等经济影响方

面,并关注农户、小微企业等群体,而目前尚未有

文献聚焦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另一

方面,关于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较

多,而目前考察数字金融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

的研究仍比较匮乏。因此,本文就该问题展开实证

探讨,以期厘清数字金融发展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的影响,丰富我国返乡农民工就业的相关研究。

三、数字金融与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理论分析

接下来,本文将从职业选择模型和推-拉理论

入手,从数字金融发展角度拓展上述理论模型,分

析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实现方式。

(一)数字金融发展下的返乡农民工职业选择

模型

本文从数字金融降低融资约束和经营成本,带

动原先受到资本束缚的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角度,构

建数字金融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的理论模型。
在 经 典 职 业 选 择 模 型 的 基 础 上 (Evans &
Jovanovic,1989;Nguimkeu,2014),本文考虑数

字金融的影响,对模型进行拓展和改良,构建如下

理论模型。

1.第一阶段:数字金融未发展。返乡农民工

在期初有两种职业选择,被雇佣和创业。被雇佣者

获得工资性收入 w,w 外生给定并恒为常数。创

业者生产函数y 包含企业家才能θ和资本k两种投

入要素:

y=θkασ (1)

其中,α 为资本产出弹性,取值范围为0<α<1;

σ为产出的干扰项,独立于θ和k,个体无法预知

该值,故创业个体无法预知收入。下面假设σ取均

值1,即个体是风险中性的。考虑资本要素的成本

后,创业获得净收入如式 (2),其中r为1加市场

利率。

Ye =θkα -rk (2)

当数字金融尚未发展时,创业者可利用的资本

量小于等于自有的和银行等融资渠道借贷的最大资

本量。且最大贷款额不超过个人初始财富z 的固

定倍数λ (Evans&Jovanovic,1989),即k 的范

围是:

0≤k≤λz (3)

在此基础上求解,创业者面临的最优化问题:

Max{θkα -rk} (4)

对k求偏导,得到k的最优解为:

k* =
θα
r

æ

è
ç

ö

ø
÷

1/(1-α)

(5)

若创业者不受资本约束,即k*≤λz,则创业者

可达到最优资本投入,可解出企业家才能θ取值为:

θ≤
r
α

(λz)1-α =θ(z)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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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5)带入式 (4)可解出创业获得净收

入为:

Ye =(1-α)θ1/(1-α) α
r

æ

è
ç

ö

ø
÷

α/(1-α)

(7)

若创业者受到融资约束,即k*>λz,则创业

者可投入的最大资本量为λz,创业所获最大化收

入为:

Ye =θ(λz)α -rλz (8)

当面临职业选择时,个体根据创业或受雇所获

得的净收入,做出自愿的选择。创业者和受雇者收

入之差g 可表示为:

g(z,θ)=

(1-α)θ1/(1-α)(α
r

)
α/(1-α)

-w,不受资本约束时

θλz( )α -rλz-w,     受到资本约束时

ì

î

í

ïï

ïï

(9)

令g (z,θ)等于零,可求出职业选择的临界

值。由于合适的金融产品与信贷技术较缺乏,相比

于城市居民,返乡农民工面临突出的融资约束问

题,在自我雇佣过程中面临挑战 (Yueh,2009;
苏群等,2016)。下面重点分析受到资本约束的情

形。受到融资约束时,企业家才能为:

θ'= λz( ) -α(w+rλz) (10)

因此,受到资本约束时,个体选择创业的企业

家才能范围是:

θ>max {θ',θ(z)} (11)

2.第二阶段:数字金融发展后。数字金融发

展后,创业者生产函数y'包含两种投入要素,即

为企业家才能θ和包含数字金融的资本要素h。其

中,φ 为包含数字金融的资本产出弹性,取值范围

为0<φ<1;δ为产出的干扰项,独立于θ和h。

y'=θhφδ (12)

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增加个人或小微企业的融

资渠道、降低融资门槛,并能够便捷支付手段、降

低经营成本 (Hauetal.,2017)。由此,本文在接

下来的模型中考虑数字金融这两个路径对个体创业

行为的影响。数字金融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越高,ρ
越大 (ρ≥0),将个体可利用的最大资本量提高至

(λ+ρ)z。融资成本、经营管理等成本表示为c,
是关于个体禀赋z和数字金融发展程度ρ的函数。c
是关于z的增函数,即个体初始禀赋水平越高,创

业中需要投入的其他成本越多,c与z 满足边际递

减规律;c是关于ρ的减函数,即数字金融发展水

平越高,信贷获得和交易方式越便捷,创业者的融

资成本、经营管理成本越低。包含了数字金融的资

本要素h的取值范围是:

0≤h≤ (λ+ρ)z-c(z,ρ) (13)

求解创业者面临的最优化问题,即求解方程

(4),有式 (14):

h* =
θφ
r

æ

è
ç

ö

ø
÷

1/(1-φ)

(14)

企业家才能的临界值是:

θ
=
(z)=

r
φ

[(λ+ρ)z-c(z,ρ)]1-φ (15)

数字金融发展后,返乡农民工中创业者和受雇

者的收入之差g'为:

g'(z,θ)=

(1-φ)θ1/(1-φ) φ
r

æ

è
ç

ö

ø
÷

φ/(1-φ)

-w,不受资本约束

θ((λ+ρ)z-c(z,ρ))φ -r((λ+ρ)z受到资本约束

-c(z,ρ))-w,

ì

î

í

ï
ïï

ï
ï

(16)

由式 (16)可以看出,不受资本约束时,数字

金融是否发展,对个体创业选择没有影响。此时,
创业选择只取决于企业家能力。当受到资本约束

时,可解出企业家能力临界值为:

θ″=
w+r((λ+ρ)z-c(z,ρ))

((λ+ρ)z-c(z,ρ))φ
(17)

对于任意的初始禀赋z,都有θ″<θ',即初始

禀赋相同的前提下,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返

乡农民工创业所需要的企业家才能临界值,使得原

先受到资本束缚的个体能够选择创业。而数字金融

的发展,对未受到资本约束群体的创业行为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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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由

此提高返乡农民工非农劳动参与,进而提高其收入

水平,并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上文通过推导理论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

于释放返乡农民工群体创业活力的作用。进一步

地,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分析框架,阐释在数字金融

发展及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 “拉力”和 “推力”
作用下,返乡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的行为决策、就

业选择以及个人收入的变化差异。
(二)数字金融发展下城乡农民工就业决策的

推-拉理论再分析①

推拉理论 (pushandpulltheory)的概念雏形

可追溯到19世纪末 Ravenstein所著的 《人口的迁

移规律》一书 (Ravenstein,1885),其后推拉理论

被 Herberle 于 1938 年 首 次 提 出 (Heberle,

1938)。Bogue(1959)和Lee(1966)提出系统的

推拉理论。市场经济与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人口

迁移决策受到迁出地 “推力”(pushforce)以及迁

入地 “拉力”(pullforce)的共同影响。

返乡农民工就业选择作为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

的理性决策,也受到 “推力”和 “拉力”因素的共

同作用 (见图1)。农村地区拥有资源优势和特色

优势,但由于融资渠道不畅通,以及制度不完善

等,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创业困难 (董静和赵策,

2019)。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融资门槛降低,农

民工、农村居民等融资困难群体的资金获得渠道得

以拓展,释放农村地区创业活力。加之返乡农民工

有丰富的务工经验 (周广肃等,2017),数字金融

帮助返乡农民工把握农村地区资源优势,开展创业

活动,如农村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实现收入提

升,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
数字金融为农民工开展线上创业活动,如开设淘宝

店、成为主播等提供资金支持。平台型就业具有工

作地点不受限制、工作时间较为灵活等特点,加之

农村具有丰富的创业资源,包括当地特产农产品与

丰富的旅游资源,均成为返乡农民工实现非农就

业、选择创业的 “拉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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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金融与农民工就业决策的推-拉理论再分析②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与绘制。

61

①

②

本文拓展传统的推-拉理论,用于分析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及进城农民工在当地就业决策的改变,也即,当

“拉力”因素发挥作用时,返乡农民工选择在乡村实现非农就业的概率增加、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概率增加;当 “推力”
发挥作用时,返乡农民工选择在乡村实现非农就业的概率下降、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概率下降。

图1中标注的 “拉力”和 “推力”是指返乡农民工 (进城农民工)实现创业或受雇就业的拉力因素和推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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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于农村地区,城市地区创业资源竞争激

烈,且城市地区制度较为完善,进城农民工难以利

用数字金融等低门槛融资渠道开展创业活动。加之

城市存在就业歧视,形成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就业的

阻碍因素,即进城农民工实现创业就业的 “推力”。
因此,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推-拉理论再分析发

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

创业活动、促进就业,但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

不显著。
鉴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及使用数据,数字金融的

发展属于市场驱动型。用户对数字金融的需求量越

大,数字金融指数越高,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越高。
由于西部地区及农村地区等经济发展落后,数字化

基础设施薄弱,导致数字金融发展渗透力不足,与

发达地区强劲的数字金融发展态势相比形成数字鸿

沟。我国政府通过政策鼓励及资金倾斜,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因此,未来数字金融

将呈现政策驱动型发展态势。基于此,政策驱动使

得落后地区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强化农村地区返乡

农民工创业就业的 “拉力”作用,释放农村地区的

创业就业活力,助力农村地区资源的发掘。
综合以上模型构建与 理 论 分 析,提 出 如 下

假说:

H1 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门槛和创业成本,
助力原先面临资本约束的返乡农民工把握农村地区

资源,开展机会型创业活动,创造就业岗位并实现

收入提高;

H2 相比于农村地区,城市地区制度较完善

且特色资源优势不明显,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的

创业行为及个人收入未产生显著影响。

四、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和指标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如下:(1)北京大学发布的中

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城市级别数据,本文使用该

指数作为市级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刻画;(2)2014
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hinaLabor-
forceDynamicSurvey,简称CLDS)数据。CLDS
数据是由中山大学公布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是我国

第一个以劳动力为主题的抽样调查,目前已更新至

2016年。为更好地反映返乡农民工群体近些年的

最新变化,选用CLDS数据最新的两期数据,即

2014年和2016年数据展开分析。参考已有文献,
从CLDS数据中识别出返乡农民工群体。一般来说,
永久性返乡是指农民工回到家乡至少半年及以上

(谢勇和周润希,2017),借鉴以往对返乡农民工的

划分,本研究关注曾经跨县 (或乡)务工超过半年,
且现在返回原籍农村或家乡所在县 (或乡)至少半

年及以上,近期没有外出务工打算的返乡农民工。
本文主要关注返乡农民工中的16岁-64岁劳动年

龄人口;(3)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提取市级层面变量,
如城市人均GDP、城市产业结构以及城市传统金融

发展水平等。本文共获得有效样本量2415个,各

变量的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1。

1.因变量:就业决策。就业数据来自CLDS
数据库中的个人问卷,我们将就业选择作为基准回

归中的被解释变量,就业选择分为非农就业、农业

就业和未就业,其中未就业者为对照组,并将非农

就业进一步分为创业和受雇就业。
对于创业者而言,根据创业动机不同,创业活

动可分为机会型创业 (opportunity-pull)和生存

型创业 (necessity-push)两种类型,其中生存型

创业是由于个体没有更佳的就业选择,因此迫于生

计,选择创业来解决自身就业问题,通常表现为自

我雇佣的模式;而机会型创业为个体看到并抓住商

业机会的主动选择,通常体现在雇佣员工、自己当

老板的私企经营模式 (陈刚,2015)。基于此,本

文将创业且为雇主的受访者视为机会型创业,将自

我雇佣的其他创业者视为生存型创业。
我们将非农受雇就业分为标准就业和非标准就

业,其中标准就业指签订劳动合同的传统就业,非

标准就业指非稳定、非传统、边缘化就业或灵活就

业形式 (Kalleberg,2000),二者性质存在本质差

异。考虑到目前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数字平台带

动大量就业,如电商直播、开设淘宝店等,大多为

未签订劳动合同且职工社会保险项目缺失的非标准

就业形式,故有必要将其从非农受雇就业中识别出

来。参考已有文献分类标准,本文将签订劳动合同

者,以及在正规部门 (包括党政机关、国有或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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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社会团体等)、有行政职务且每周工作时间

大于30个小时者视为标准就业,其他未签订劳动

合同者视为非标准就业 (毛宇飞等,2019)。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
变量

就业类型 非农就业=1,农业就业=2,未就业=0 2415 1.398 0.657 0 2

非农就业类型
机会型创业=1,生存型创业=2,标准就业=3,
非标准就业=4,未就业=0

1195 2.421 1.461 0 4

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数字金融指标体系构成 2415 147.30328.58596.010231.130

个体特征

性别 男性=1,女性=2 2415 1.353 0.478 1 2
年龄 被访者受访年份的年龄 (单位:岁) 2415 42.35411.293 16 64

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所接受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应的受教育年
限 (单位:年) 2415 8.193 2.805 0 16

婚姻状况 未婚=1,已婚=2,离婚=3,丧偶=4 2415 1.973 0.407 1 4

健康程度
很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
康=4,很健康=5

2415 3.608 0.968 1 5

互联网使用
家庭使用互联网的情况:
只使用电脑上网=1,只使用手机上网=2,既使
用电脑上网,也使用手机上网=3,不上网=4

2415 3.157 0.897 1 4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1,群众及其他党派=0 2415 0.049 0.216 0 1

社会资本水平
过去三个月,您陪朋友在外就餐过吗?
从不=1,很少=2,有时=3,较多=4,经常=5

2415 1.955 1.105 1 5

家庭特征

家庭成员数 受访者家庭成员人数 2415 5.927 2.805 1 29
未成年子女数 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数 2415 1.140 1.096 0 7
中老年人数 45岁以上中老年人数 2415 11.312 9.907 0 25

家庭经济状况 上一年全年受访者全家的总收入 (元)的对数 2415 10.332 1.010 6.685 13.816

城市特征

城市经济发展 上年可比价计算的城市人均GDP 2415 8.368 1.932 -10.30014.100
城市产业结构 城市层面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之比 2415 4.448 20.672 0.014 276
城市金融发展 城市年末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百万元) 2415 3.319 5.945 0.339 132.792

年份特征 年份 2014年=1,2016年=2 2415 1.516 0.500 1 2
  资料来源:CLDS数据库,以及作者使用Stata软件整理得到。

  2.核心自变量:数字金融指数。本文使用的

是市级层面的数字金融指数。数字金融指数的指标

体系构建原则如下:首先标准化处理二级维度之下

的各项具体指标,形成可比的指标;接着,层次分

析法确定中间各层级相对其上一层级的权重,利用

变异系数法求各具体指标对其上一层的权重;最

后,利用这些权重进行指数合成,形成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发展指数。再通过

指标无量纲化方法,获得最后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 (郭峰等,2020)。为更加清晰地对估计系数

展开分析和解释,下文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字金融

指数纳入回归并展示估计系数。

3.其他解释变量。依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问卷,并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控制了可能影

响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程度、互联网接

入与使用、政治面貌、社会资本等个体特征变量,
以及家庭成员数、未成年子女数、老年人数以及家

庭经济状况的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市级层面的控制

变量包括上年可比价计算的城市人均GDP、用城

市第二第三产业之比计算的城市产业结构,以及使

用年末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衡量城市传统金融

发展水平。同时本文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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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多元概率模型。就业决策是

离散型数据,根据该变量特征,我们使用多元Logit
模型回归 (multinomiallogitregression,Mlogit)展

开实证分析。如模型 (18)所示,employmentijt代

表j地区t时间的个体i的就业决策,FTj,t-1表示

个体所在城市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uijt为随机扰

动项。

Pr(employmentijt=k)=Φ(α0+α1FTj,t-1+

∑
m

p=1
τpXpijt+∑

n

q=1
πqX'qijt+uijt) (18)

当研究返乡农民工农业或非农的就业选择问题

时,k取值为0,1,2,其中k=0代表未就业,k=1
代表从事非农就业,k=2代表从事农业就业,未就

业组作为参照组,该模型为多元Logit模型;当研究

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选择问题时,k 取值为0,1,

2,3,4,其中k=0代表未就业,k=1代表从事机

会型创业活动,k=2代表从事生存型创业,k=3代

表标准就业,k=4代表非标准就业。Xpijt表示个体

及家庭的控制变量,下标p 代表第p 个微观层面控

制变量,取值范围为 [1,m],p∈N,τp 代表第p
个微观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X'qijt表示地区特征和

年份特征的控制变量,下标q代表第q个地区及年

份控制变量,取值范围为 [1,n],q∈N,πq 代表

第q个地区和年份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了减弱反向因果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我

们将滞后一期的数字金融指数纳入模型,即使用

2015年数字金融指数市级层面数据匹配2016年

CLDS数据,依次类推。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就

业的影响表现为系数α1。由于 Mlogit模型的估计

系数仅从显著性和符号方面给出信息,因此本文在

下文分析中均汇报各解释变量对返乡农民工就业等

的边际效应。

2.条件混合过程 (conditionalmixedprocess,

CMP)方法。本文通过将数字金融指数做滞后一

期的处理,纠正可能出现的反向因果问题。但可能

面临遗漏变量 (如个体金融素养)的内生性问题,
导致估计系数不一致。对于包含内生变量的多元

Logit模型,将工具变量和 CMP估计法相结合,

可较 好 地 解 决 模 型 的 内 生 性 问 题 (Roodman,

2011)。CMP方法以似不相关回归 (seeminglyun-
relatedregression,SUR)与极大似然法为基础,
构建递归方程,实现多阶段的混合过程回归。本文

汇报CMP估计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五、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影响的

实证分析

(一)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总体影响

根据模型 (18),本部分进行 Mlogit模型系数

估计。以未就业者为参照组,本小节分析数字金融

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总体影响,其中就业分为非

农就业和农业就业两大类。表2展示数字金融 (滞
后一期)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决策影响的回归分析结

果。其中,第 (1)栏为控制个体特征后的回归结

果,第 (2)栏为进一步加入家庭控制变量后的回

归结果,第 (3)栏为同时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

征,以及城市特征后的结果,均使用聚类标准误解

决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边际分析显示,其他变

量保持不变前提下,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

标准差,能够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

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

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该结果在控制返

乡农民工个体与家庭特征,以及所在城市特征后,
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体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考虑到各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由2013年

125.655上升到2015年170.231,可见,数字金融

提升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的幅度十分可观。
从个体特征来看,性别的系数在各个组均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女性从事非农劳动的概率低于

男性,而从事农业劳动概率高于男性。年龄系数在

非农就业组中显著为负,在农业就业组中显著为

正。互联网使用程度、受教育年限、社会资本水平

及家庭年收入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返乡农民工非

农就业概率提升,降低其农业就业概率。城市特征

方面,城市人均GDP发展水平越高,返乡农民工

从事非农就业概率越大、从事农业就业的概率越

低。城市传统金融发展对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影

响不显著,但对返乡农民工农业就业产生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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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体现我国传统金融发展仍不充分,我国传统金 融服务仍未达到理想效果。
表2 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总体影响

因变量:就业类型
(1) (2) (3)

非农就业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就业

数字金融发展 0.06169*** -0.07149*** 0.16734*** -0.19098*** 0.20518*** -0.22204***
(0.01908) (0.02076) (0.03142) (0.03340) (0.04250) (0.03989)

性别 (女性) -0.12712*** 0.05548*** -0.13220*** 0.06711*** -0.13198*** 0.06813***
(0.02459) (0.01920) (0.02233) (0.01755) (0.02282) (0.01694)

年龄 -0.00624*** 0.00958*** -0.00655*** 0.01027*** -0.00673*** 0.01055***
(0.00116) (0.00140) (0.00108) (0.00120) (0.00102) (0.00112)

受教育程度 0.01397*** -0.01824*** 0.01018** -0.01299*** 0.01114** -0.01407***
(0.00455) (0.00472) (0.00450) (0.00440) (0.00463) (0.00459)

婚姻状况 (已婚) 0.08472** -0.03823 0.05384 -0.01972 0.05279 -0.02040
(0.04227) (0.04819) (0.04330) (0.04557) (0.04445) (0.04387)

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 0.02039* -0.01391 0.00563 -0.00308 0.00552 -0.00181
(0.01181) (0.01351) (0.00886) (0.01013) (0.00923) (0.01048)

互联网使用
(使用手机和电脑上网)

0.22755*** -0.25581*** 0.15772*** -0.19100*** 0.15471*** -0.18605***
(0.02155) (0.02912) (0.02012) (0.02309) (0.01862) (0.02248)

政治面貌 (党员) 0.00966 0.01483 0.03212 -0.00968 0.03066 -0.00919
(0.04242) (0.05393) (0.03782) (0.04626) (0.03495) (0.04412)

社会资本水平 0.04046*** -0.03818*** 0.02808*** -0.02657*** 0.02790*** -0.02537***
(0.00968) (0.00707) (0.00972) (0.00721) (0.00989) (0.00722)

未成年子女数量 — — 0.02520*** -0.00841 0.02067** -0.00303
(0.00900) (0.00987) (0.00891) (0.01078)

老年人数量 — — 0.01316*** -0.01478*** 0.00971 -0.01128
(0.00269) (0.00260) (0.00670) (0.00714)

家庭成员数量 — — -0.00339 -0.00240 -0.00473 -0.00080
(0.00322) (0.00279) (0.00312) (0.00262)

家庭年收入 — — 0.08297*** -0.07767*** 0.08058*** -0.07441***
(0.00911) (0.00907) (0.00874) (0.00827)

城市层面人均GDP — — — — 0.01507* -0.01591*
(0.00853) (0.00890)

城市层面第二
与第三产业比值

— — — — -0.00183 0.00255**
(0.00182) (0.00127)

城市层面传统金融发展 — — — — -0.00682 0.00674*
(0.00551) (0.00408)

年份特征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squared 0.15016 0.20065 0.20904
N 2482 2442 2415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资料来源:CLDS数据库,以及作者使用Stata软件整理得

到。下表注解同本表。

  数字金融指标体系由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

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三个维度组成,为展示数

字金融不同维度指标对于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差异

化影响,我们分别使用以上三个维度的指标展开分

析,回归结果见表3。表3第 (1)~ (3)列分别

展示了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数

字支持服务程度对于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及农业就

业的影响。我们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

度对于返乡农民工实现非农就业、降低其农业就业

概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所发挥

的作用更大。相比之下,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于返

乡农民工非农及农业就业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我们

可以得到,对于提升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降

低其农业就业概率,数字金融的账户覆盖率,以及

包含支付、信贷、投资、征信在内的业务使用频率

与使用金额,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一个地区数字金

融服务使用人数越多、使用频率越高,对返乡农民

工非农就业的带动与促进作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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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数字金融细分指标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

因变量:就业类型
(1) (2) (3)

非农就业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就业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0.14322*** -0.15078*** — — — —
(0.03967) (0.04418)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 — 0.15995*** -0.17731*** — —
(0.02022) (0.01745)

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 — — — -0.05745 0.05876
(0.03876) (0.0422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squared 0.19711 0.22469 0.18594

N 2415 2415 2415

  注: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城市特征及年份特征变量。下同。

(二)内生性讨论

①鉴于STATA14.0中 Mlogit模型无法使用CMP模型直接回归,故此处将 Mlogit模型替换为 Mprobit模型后,使用

CMP模型进行回归。

  本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将数字金融指数做滞后

一期的处理,并使用聚类标准误方法削弱内生性问

题,但实证分析中仍然可能面临遗漏变量 (如个体

金融素 养)等 问 题。为 此,本 文 将 工 具 变 量 和

CMP估计法相结合①,以进一步解决模型的内生

性问题。有效的工具变量应当满足以下两点:第

一,相关性,工具变量要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

发展相关。第二,外生性,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影响

数字金融指数,从而对被解释变量就业决策产生影

响。基于此,本文选择 “个体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

面距离”(后文简称 “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
具体来讲,杭州作为互联网之都,拥有信息科技领

域丰富的资源。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产品为内容的科

技产物,与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一脉相承。与信息

技术中心的距离会影响一地的信息技术发展与覆盖

率,因此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与该地的数字金融发展

水平存在相关关系。同时,个体所在地区与杭州的

球面距离对个体收入就业决策没有直接影响,满足

外生性条件。由表4可知,回归结果显示,使用球

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数字金融指数对返乡农民工

非农就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时显著降低返乡农民

工农业就业概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4 数字金融发展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内生性讨论

因变量:就业类型 非农就业 农业就业

数字金融发展
0.65579*** -0.76094***

(0.06802)(0.0726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squared 0.2483
N 2415

(三)数字金融发展下城乡农民工就业决策

推-拉理论的实证检验

由上述结论我们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高

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降低农业就业概率,这

体现了数字金融稳定农民工就业、促进乡村产业发

展的重要作用。本部分除了考察数字金融对返乡农

民工群体的细分就业类型的影响,特别地,对照考

察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决策受数字金融发展的影

响,为数字金融对农民工就业决策的差异化影响提

供经验证据。
根据创业动机不同,创业活动可分为机会型创业

和生存型创业两种类型。由于这两类创业行为的动机

差异较大,有必要对二者分别进行考察 (Valdez&
Richardson,2013)。此外,我们将非农受雇就业分为

标准就业和非标准就业,其中标准就业指签订劳动合

同的传统就业,非标准就业指非稳定、非传统、边缘

化就业或灵活就业形式 (Kalleberg,2000),二者性质

12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2年第4期

存在本质差异,因此本文将二者分开讨论。
除就业数量外,农民工就业质量也应被关注与

考察,其中收入水平是关乎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之

一。为将个体工作时长不同所造成的工资差异问题

考虑在内,采用小时工资率作为衡量农民工收入水

平的变量。为解决其中的自选择问题,即有工作的

个体才有收入,本文使用 Heckman两步法对数字

金融影响农民工收入的系数进行估计,其中,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健康、互联网使用

等影响个体就业决策的变量被纳入 Heckman两步

法中第一阶段的回归。下面我们将非农就业分为创

业和受雇就业,其中创业分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

创业,受雇就业细分为标准就业和非标准就业,进

一步探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及进城农民工非农

就业与收入的影响。
表5对比展示了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和进城

农民工就业与收入的影响。就创业而言,在控制个

体特征、家庭特征、城市特征和年份特征后,数字

金融能够显著促进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该

结果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并对返乡农民工受

雇就业,尤其是非标准就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

时,数字金融降低返乡农民工生存型创业概率。即

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能够使返乡

农民工机会型创业概率增加0.015个单位,并使其

生存型创业概率降低0.079个单位。对进城农民工

而言,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机会型创业影响不显

著,且该系数为负,同时数字金融显著降低进城农

民工生存型创业概率0.099个单位。

表5 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差异化影响

因变量:
非农就业类型/收入

返乡农民工

机会型创业 生存型创业 标准就业 非标准就业 小时工资率

数字金融发展
0.01473** -0.07874* 0.05263* 0.06913*** 4.08047***

(0.00740) (0.04036) (0.03015) (0.02523) (1.4316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squared 0.09326 —
N 1195 2174

因变量:
非农就业类型/收入

进城农民工

机会型创业 生存型创业 标准就业 非标准就业 小时工资率

数字金融发展
-0.00705 -0.09937*** 0.18669*** -0.05896* -0.54519
(0.01537) (0.01891) (0.04411) (0.03205) (0.8798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squared 0.13129 —
N 1698 1295

  受雇就业方面,数字金融显著提升返乡农民工标

准就业概率,同时数字金融显著促进返乡农民工非标

准就业。即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能

够使返乡农民工标准就业和非标准就业概率分别增加

0.053个单位和0.069个单位。相比之下,数字金融

对进城农民工标准就业呈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其非标

准就业呈显著负向影响。收入方面而言,数字金融能

够显著提高返乡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但对进城农民

工小时工资率影响不显著,且系数为负。

对以上结果的解释在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降

低融资成本和创业成本 (Hauetal.,2017),使得

返乡农民工借助农村地区的资源和优势开展机会型

创业,释放返乡农民工创业活力。尤其是随着平台

经济的发展,大量返乡农民工借助数字金融的力量

实现平台型就业①,如开设淘宝店、发展电商直播

等平台就业形式,带动当地受雇就业,此类受雇就

业者大多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覆盖养老保

险,即非标准就业。由机会型创业带动大量非标准

22

① CLDS等国内公开数据库目前均未单独对平台就业者进行抽样调查,本文在访谈中发现,平台就业者 (如主播、
网文作家、网约车司机等)单位时间内收入较高,且大多未签订劳动合同且未缴纳养老保险,由此通过定义非标准就业以

及小时工资率等指标,从数据中识别平台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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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提高返乡农民工收入。相比之下,数字金融

对进城农民工收入与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均不显著,
印证了城市创业资源竞争激烈,创业所需的特色优

势和资源优势不明显,且城市地区的制度相对较完

善,因此进城农民工难以利用数字金融等低门槛融

资渠道展开创业活动,数字金融对城市农民工的创

业行为影响微弱。就标准就业而言,已有研究表

明,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发展和创新 (谢绚丽

等,2018),增加企业用工需求,进而促进返乡农

民工和进城农民工实现标准就业。

六、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影响的异质性

包括互联网借贷、电子支付在内的数字金融减

少交易成本、降低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弥补有创

业意愿弱势群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不足,并减

少融资歧视,催生电子商务、线上线下结合的诸多

创业和就业机会 (Brutonetal.,2015),为促进就

业和提高弱势群体收入带来更多可能。随着科技的

发展与数字金融的普及,金融可得性提高,融资门

槛降低,能够提高返乡农民工的融资能力,促进返

乡农民工创业并带动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为

了加深对数字金融影响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认识,
本文进一步考察返乡农民工中哪类群体从数字金融

的发展中获益更多。这部分我们将从物质资本、人

力资本以及儿童抚养比等角度,进一步分析数字金

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影响的异质性。
(一)物质资本的异质性

以未就业者为参照组,本部分展开数字金融对

高 (低)物质资本组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分

析①,表6报告了实证分析结果。边际分析显示,
数字金融的发展为低物质资本组的返乡农民工带来

更多创业机遇,显著促进了经济基础薄弱的返乡农

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而高物质资本

组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受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不显

著。分析其原因在于,数字金融具有普惠性,能

够帮助低家庭经济水平的返乡农民工突破融资门

槛,顺利获得资金开展创业;而高收入水平家庭

的返乡农民工,可通过已有资金或能够获得广泛

的金融服务进行创业,因此受数字金融影响不显

著。同时,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两组返乡农民

工实现非农受雇就业,并显著降低两组返乡农民

工的农业就业概率。

表6 数字金融发展与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物质资本的异质性

因变量:
就业决策

非农就业

机会型创业 生存型创业 受雇就业

低物质
资本组

高物质
资本组

低物质
资本组

高物质
资本组

低物质
资本组

高物质
资本组

农业就业

低物质
资本组

高物质
资本组

数字金融
发展

0.01722* 0.00479 0.08402*** -0.01732 0.15002*** 0.22065*** -0.28152*** -0.20521***

(0.01014) (0.00828) (0.02866) (0.02682) (0.04053) (0.03442) (0.04499) (0.0401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
R-squared

0.16524 0.17987 0.16524 0.17987 0.16524 0.17987 0.16524 0.17987

N 1303 1112 1303 1112 1303 1112 1303 1112

(二)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如表7所示,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

字金融发展中,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受益更

多,实现非农就业的效果更显著,体现了数字金融

的普惠性。具体来看,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低人力

资本农民工开展创业和实现受雇就业,降低其农业

32

① 对就业类型详细分类时需要多重条件的界定,详见本文第四部分 “数据和指标说明”对因变量细分项的阐述,由

此产生的样本量损失无法避免,可能会对估计结果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为兼顾样本量与估计准确性,在异质性分析时,本

文将就业仅细分为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受雇就业,以及农业就业,并汇报以上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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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概率;同时数字金融促进高人力资本组农民工

受雇就业、降低其农业就业概率,但对高人力资本

组农民工的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影响均不显

著。这体现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缩小 “数字鸿

沟”,为低人力资本返乡农民工开展创业、获得受

雇就业机会,提供有力支持。

表7 数字金融发展与返乡农民工再就业: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因变量:
就业决策

非农就业

机会型创业 生存型创业 受雇就业

低人力
资本组

高人力
资本组

低人力
资本组

高人力
资本组

低人力
资本组

高人力
资本组

农业就业

低人力
资本组

高人力
资本组

数字金融
发展

0.03003*** 0.00602 0.04116* 0.01500 0.19337*** 0.17136*** -0.29246*** -0.20257***

(0.00973) (0.00503) (0.02290) (0.02467) (0.03776) (0.04039) (0.04592) (0.0380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
R-squared

0.18645 0.15627 0.18645 0.15627 0.18645 0.15627 0.18645 0.15627

N 848 1569 848 1569 848 1569 848 1569

(三)儿童抚养比的异质性

表8报告了儿童抚养比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边

际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拥有高儿童抚

养比的返乡农民工开展创业,并对其机会型创业的

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低儿童抚

养比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影响不显著,同时,数字金

融能够提高两组受雇就业概率,降低其农业就业概

率。可见,数字金融对高儿童抚养比家庭的返乡农

民工创业活动发挥促进作用,能够对冲儿童数量增

加带来的返乡农民工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风险。长期

以来,与农民工问题并存的是留守儿童问题。随着

数字金融的发展,返乡农民工能够利用农村地区的

资源与优势,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创造更多就业岗

位,由此提高个体收入的同时,可增加返乡农民工

对其未成年子女的陪伴与照料时间。

表8 数字金融发展与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儿童抚养比的异质性

因变量:
就业决策

非农就业

机会型创业 生存型创业 受雇就业

高儿童
抚养比组

低儿童
抚养比组

高儿童
抚养比组

低儿童
抚养比组

高儿童
抚养比组

低儿童
抚养比组

农业就业

高儿童
抚养比组

低儿童
抚养比组

数字金融
发展

0.02445*** 0.00354 0.04615* -0.00195 0.15232*** 0.20040*** -0.23142*** -0.21180***

(0.00948) (0.00664) (0.02472) (0.02288) (0.04107) (0.03115) (0.03724) (0.0465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
R-squared

0.17754 0.20861 0.17754 0.20861 0.17754 0.20861 0.17754 0.20861

N 1210 1205 1210 1205 1210 1205 1210 1205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结合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年、

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数据,系统考

察数字金融对我国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研究表

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能够促进

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

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
个单位。其中,数字金融显著促进返乡农民工机会型

创业、标准就业与非标准就业,即数字金融每增长一

个标准差,返乡农民工机会型创业、标准就业与非标

准就业概率分别增加0.015,0.053及0.069个单位,
体现出数字金融改善返乡农民工就业决策与稳定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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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关键作用。其实现方式在于,数字金融能够降

低融资和创业成本,促进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

机会型创业,创造就业岗位,带动受雇就业,提高返

乡农民工收入水平。同时,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

业和收入的带动作用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

金融能够使得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以及高儿童

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享受更大福利,这体现了数字金

融普惠性特征。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为促进返乡

农民工等群体 “稳就业”,应不断强化网络建设、推

动农村信息化发展,扩大数字金融的覆盖面并深化数

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作用。同时

应扩大教育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群体互联网使用、
金融素养等人力资本水平,使数字金融可得且可用。
由此释放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能量,创造更多非农就

业岗位,激活农村地区人才活力,助力我国乡村振兴

战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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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FINTECHDEVELOPMENTPROMOTETHERETURNED
MIGRANTSTOWORKINRURALAREAINCHINA
———EvidencefromChinaLabor-forceDynamicSurvey(CLDS)

ZENGXiangquanGUOQing

(SchoolofLaborandHumanResources,RenminUniversityofChina)

Abstract:Internettechnologypromotestherapiddevelopmentoffintech,whichreducesfinancing
constraintsandentrepreneurialcosts,promotesentrepreneurshipandemploymentofthereturned
migrantsandhelpsrealizethe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inChina. Usingtheoreticalmodeland
empiricalanalysis,thepaperfocusesontheimpactoffintechonreturnedmigrantsjobdecisions.Using
theIndexofDigitalFinancialInclusionandthedatafromChinaLabor-forceDynamicSurvey(CLDS)and
usingtheLogitmodelandinstrumentvariabletodealwithendogenousproblems,theempiricalresults
showthat:aone-standard-deviationincreaseinfintechsignificantlyimprovestheprobabilityofnon-agri-
culturalemploymentofreturnedmigrantsby0.062~0.21units,andreducestheprobabilityoftheiragri-
culturalemploymentby0.071~0.22units.Fintechcanreducethecostoffinancingandentrepreneurship,

andattractreturnedmigrantstocarryoutopportunity-pullentrepreneurshipinruralareas,soastocreate
jobsandpromotemigrantsincome.Incontrast,fintechhasnosignificantimpactonentrepreneurshipand
incomeofrural-urbanmigrants. 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fintechcansignificantlypromotethe
returnedmigrantswithlowphysicalcapitalandlowhumancapitaltocarryoutopportunity-pullentrepre-
neurship,andhasstrongeruniversalityforthereturned migrantswithhighphysicalcapital. These
findingshaveimportantpolicyimplicationsandprovideevidenceforstabilizingemployment,promotingin-
formationtechnologyinruralareaandtherealizationof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

Keywords:fintech;returnedmigrants;re-employment;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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